
 

华商同业公会与中外商业关系的调处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宋钻友 
 

1840 以后，中国被纳入全球市场体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中国商人也就此面临一个从

未遇到的挑战：如何与来自远洋、狭带雄厚资本、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商人相处。中外商人

既是竞争对手，又是贸易伙伴，利益的冲突使双方的商事纠纷不断产生。但中外商人又互相

衣存，谁也无法与对方彻底决裂。为维护华商的利益，华商行业组织与外商共同制订相应的

交易规则，规范双方的商业行为，减少冲突和纠纷。与此同时，随着对世界大潮逐步深入的

了解，华商行业组织也很注意维护与外商的商业关系，开展一定的合作，以促进共同的利益。

华商同业公会对于中外商业关系之调处，充分反映同业公会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替

代的作用。 
 

一 
 
开埠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并凭借不平等条约，深入内地，开设工厂，设

立洋行，输出原材料，输入资本。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中国的民族经济逐渐起步，迅速成

长，在一些行业内，开始出现中外商业集团并峙的现象。为在对外交涉中，有效维护自己的

利益，华商纷纷创立同业组织，以 “合群力而御外侮”。上海山东河南府绸丝业公所的发起

缘起就指出：“（1910 年，府绸）营业更日增，交涉益日繁，为便利办理对外交涉，亟谋自

卫起见，遂发起在申另组公所”。1来沪经商的外国商人也按行业建立同业公会。2这表明双

方都意识到需要一个统一的力量负责对外交涉。中外商人同业组织的设立，适应了华洋商业

纠纷日益增多的新环境，其好处诚如江浙皖丝茧总公所在一封信函中所言：“上海买丝各国

商人，设有丝公会，使敝公所遇事可以奉商接洽，深为欣幸”。3

为约束、规范中外同业的商业行为，华商同业公会通常会制订一些交易规则，其中又有

单方制定和双方协商制定的不同。 
中国是茶叶出口大国，开埠以后至 20 世纪 30 年代，华商一直是中国土产出口的大宗。

世界市场对华茶的需求，使得华商在与洋商的交涉中，处于较主动的位子，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汉口茶商就曾以联合抵制对付过不遵从茶叶会馆规则的外国茶商。19 世纪 90 年代、

民国初年，上海的茶叶会馆又多次单方面制订过贸易规则。例如，1891 年 6 月，上海茶叶

公会在致中茶洋商公会的信件中，单方面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执行： 
 
在即将来临之卖茶季节，有关英磅交易问题的几点要求，希望取得同意： 
1、茶价以中国圆为基础。 
2、付款给茶行时以中国圆支付 
3、买主一方对此购茶之货款，应列入中国银行账户。4 
 
中国茶叶公会还先后就过磅收银问题、保险问题制定过相应条文，由洋商签字后珍藏。

                                                        
1 《上海山东河南丝业公所成立纪实》，上海档案馆档案，Q116-1-28。 
2 有茶叶公会、丝公会、纸公会、棉纺织公会等。 
3 《译英文致洋商丝公会》，上海档案馆档案，S37-1-341。 
4 《上海茶叶公会致中茶洋商公会之信件》，上海档案馆档案，S19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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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章程事先征求过洋商的意见，但其原则是不容商量的，洋商只有在有关章程上盖印

签字，承诺遵从，华商方与之进行交易。一家未承诺遵守规则的洋商是无法进入华商的交易

名单的。这一点在山东河南府绸公所的规定中写得非常明确。该公所为整饬行业秩序，制订

了对内章程、对外章程，两个章程含有多条针对外商的条文。在对内章程中，与洋商有关的

条文有： 
 
二议，同业与某洋行交易均须照本公所定章，倘有紊乱规目，察出公同议罚。 
三议，各洋行向吾同业购办绸货，须经本公所调查通过后，开列行名，张悬本公所内，

倘有洋行不遵本公所定章，将其行名取消，以后各同业均不准与其交易，倘有不顾大义，依

旧暗图贪做，一经察出，照成本之银数议罚三成，以充作公所经费。 
四议，同业售与洋行货款，照公司期一律收取现银，倘有徇情私收期票，罚银二百两以

助公所经费而符议章。 
七议，如洋行定货，遇市面上落时，洋人看货过于挑剔，任意为难，当报告公所咨照各

同业两造，各延公正人覆看，以定曲直，倘该行系有心为难除将该事照例了结外，同业须齐

心不准与该行交易，以抵制之。如有不遵，私与该行交易者，察出议罚。 
十一议，各洋行收银，既议准，一律于公司船开出后，收取现银，但有洋行账房佣金一

项，间有洋行由买办向洋人先收银行支票，掉付庄票及支票者，虽则现期，然时事不测，朝

不知暮，公议设有执着此项即期庄票支票，而遇有意外之事，仍惟向该行交涉赔偿（附批，

此条另译洋文，咨照各洋行签字，倘洋行中有不允者，同业一概不与其交易）。1

 
对外章程中有关的条文有： 
 

二，各洋行向本公所同业各号购买绸货须遵照本公所定章办理，不得越轨。 

二无论新旧洋行，凡欲与吾国同业交易者，须先由同业报告，经本公所派员调查详细后，

登录行名，待该洋行签字允遵守营业规则后，方可与其开始交易，倘有违背本公所定章，应

将其行名注销，同业概不准其交易，以资惩戒。 

八，货箱包扎纸张等费，民国五年西辰“即西历 1916 年”9 月起日起，按照烟台洋行

办货规则，一律归各洋行自理。
2

 

府绸是一种中国的特产，以价廉物美适应国外中下层消费者需求，因而府绸商人在对外

交涉中较为主动，这些条文也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口吻。 
但也有的规则是中外双方共同制订的，例如江浙皖丝茧总公所与洋商丝公会协商制订的

《中国厂丝贸易争议处理规则》，共 33 条，分为成交、条纹、解货、收条、检验、过磅、保

证、公断、附则等 10 章，规则对贸易中可能引发摩擦和纠纷的每一处细节都做了规定。3由

于条文涉及各自的利益，在制订过程中，双方逐字逐句精堪细磨，较好地反映了各方的利益。

规则的的第 9 章“公断”规定，双方将设立公断员，“公断员应以华洋双方各推两员任之，

主席由四人临时互选，公断员之裁决，即为终止。双方须绝对遵守。”规则的第 33 条又指出：

“如有未尽事宜，应随时会同双方增删之”。从而确立了纠纷处理规则由双方协商修订的原

则。4将《中国厂丝贸易争议处理规则》与府绸公所的对内对外章程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两

                                                        
1 《上海山东河南丝业公所历年事略·对内章程》，上海档案馆档案，Q116-1-26。 
2 《上海山东河南丝业公所历年事略·对外章程》，上海档案馆档案，Q116-1-26。 
 
3 《中国厂丝贸易争议处理规则》，上海档案馆档案，S37-1-340。 
4 《中国厂丝贸易争议处理规则》，上海档案馆档案，S37-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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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所对外交涉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 
把江浙皖丝茧公所的态度视作软弱是一种简单化理解，实际上一种规则如果不能顾及各

方的利益，只是单方利益的体现时，那么，这个规则能否被认真执行，是大可怀疑的。江浙

皖丝茧公所以协商的精神，来处理商业纠纷，就为双方和谐相处打下了基础。1929 年以后，

江浙皖丝茧公所在与洋商的交易中，发现原定规则有不少疏漏，引发了利益纠纷，又与洋商

丝公会协商制定了两个章程，即丝收据章程和售丝合同章程。其中丝收据章程共 5 条，印于

收据背面： 
 

1、履行购买合同，将丝存交栈房，以待买主之检查核准者，在货价未付之前，其丝之

在买主手中，犹如为卖主无经理人，而卖主仍应为该货之业主。 

2、如丝已经检验，因质地低劣，应予退还，自知照卖主后，该丝所有危险，全归卖主

担负，并应立将该货撤回。 

3、丝货必须由买主保险，按照普通火险投保，以抵损失或危险，所保之数，不得少于

买价，倘该货因低劣拒绝，并已通知卖主，则买主保险之责任，即此停止。 

4、倘丝货验准之后，虽双方之意见业经声明，其货物之业主权，非该买主将订定之货

价付清之后，不得转驳于买主，但既经验准，则所有危险应全归买主担任。 

    5、买价未付清以前，如不得卖主之允准，以交出本收据作证，则买主不得将该丝抵押

于任何人，或商号或银行，不得以该货筹款，或售卖，但因装船之故，遵照沪埠丝业通行习

惯，必须将该货抵押于银行，由银行发给提单等手续，其办理之际，本条不复适用。（1924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
1

 

这些条文具有很大的针对性，在条文确立以前，中外双方都曾发生过纠纷，例如章程的

第一条和第五条的制订，和本文第二节中的案例 8 就有直接的关系，有了这些条文，类似的

纠纷得以大大减少。 
 

二 
 

贸易规则的制定只是为双方调解商业纠纷，规范商业行为提供了一个文本依据，并不能

阻止商业纠纷的产生，当商业纠纷出现时，同业公会便成为本方利益的维护者，有关规则成

为华商同业公会与对方进行交涉的重要依据。现存江浙皖丝茧公所、茶业公会、上海山东河

南丝绸公所、上海纸业商业同业公会的档案记载了不少华商同业公会为维护会员的利益，向

洋商公会进行交涉的案例。 
协商解决双方商业纠纷是交涉采取的主要办法。 
例 1、鲁麟洋行案 
鲁麟洋行设有纸章部，从事纸张进口，上海不少华商纸号与该行有交易。该部华经理为

董和甫。按照往例，每次货品进口时，由该行代客户将关税完纳，然后通知华商客户，付款

出货。1934 年 8 月间，华经理董和甫与纸张部西人赛姆特发生纠纷，不辞而别。该行把对

董的怨恨迁怒于华商客户，不承认原由董和甫经手盖戳的完纳关税单子，通知华商重纳关税

才可取货。这显然是荒谬的。董和甫与赛姆特有矛盾是私事，他在完纳税单上签字，代表的

是洋行，鲁麟说没有受到华商完税的税金，被董和甫带走了，这也是鲁麟与董和甫的纠纷，

与客户无关，同业公会接到会员成昌纸号的投诉后，派员去鲁麟洋行交涉，顺利解决此案。

赛姆特亲自答应立即出货，但要求鲁麟与董和甫交涉时，华商客户到法院出庭作证。2

                                                        
1 《本所与洋商丝公会重行改订新丝收据章程》，上海档案馆档案，S37-1-343。 
2 《本会会员与鲁麟、怡昌、恒茂、茂孚、立兴等洋行发生纠纷和本会进行交涉处理的来往文书》，上海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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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福司一厂与外商笔笃等洋行纠纷案 
1930 年，笔笃洋行与上海福司一厂订立了一份购丝合同，后因价格变动，笔笃洋行自

行解除合同，既不交货，又不付款，致使福司一厂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据计算，合同签定

时，福司一厂生丝售价每担银 920 两，半年之后欧美市场跌到 645 两，每担损失 270 两，以

20 担计算，共损失 5400 两，再加上四个月的利息 865 两，共损失 6265 两。福司一厂与笔

笃洋行交涉再三，笔笃只肯补偿福司损失费（包括利息）1000 两。江浙皖丝茧总公所应福

司司一厂的要求，代表该厂和洋商上海生丝出口商公会代表进行了协调，双方达成协议，“认

为福司一厂对于笔笃洋行赔偿损失之要求，完全合法，双方同意笔笃洋行愿付损失费 3500
两，了断此案。”1

例 3、杜德洋行欠款案 
杜德洋行是一家以茶叶出口为主的英国出口商，1940 年该行向上海慎源、义大兴、公

升永、永兴隆、升昌盛、忠信昌等 6 家茶栈收购了十万余元的茶叶，装船输往欧洲。按照向

例，买方应在两周之后，在上海将购茶款全部付清。但一个突发情况打乱了付款程序，这就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久，法国沦陷。很快，装满华茶货轮的目的地——摩洛哥卡桑

布兰卡遭到封锁。致使这批巨额华茶无法抵岸，及时脱手。杜德洋行的资本周转顷刻发生困

难。10 万元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茶栈在售出茶后，即等待杜德付款，但最后付款

的期限过了，杜德洋行仍然没有付款。屡次催问，该行均以战事突然发生为由，继续延宕。

又有消息传来，杜德洋行香港分行也发生资金困难，伦墩总部有可能宣告清理。果真如此，

十万元售茶款将成为泡影，个别华商茶栈将不得不遭受破产的悲剧。 
上海洋庄茶叶公会与中茶洋商公会进行了严正交涉，要求该公会顾全彼此几十年交往的

友谊，负起处理好这桩欠款案的责任。 
这批华茶后来由英国政府根据Qiverted Leargs Pool规定（未达到目的地茶叶集团出售）

转输美国纽约售脱，杜德洋行分得 2600 英镑售茶款，按照当时中英货币的比价，接近于杜

德洋行欠中国茶商的未付款 107137·66 元。这样，6 家上海华商茶栈除损失了拖延半年的

利息之外，仍得到了大部分售茶钱款。杜德洋行欠款的最终解决，是中外商业同业公会共同

合作的结果。其间，被欠一方数度绝望，并为讨回欠款多次酝酿采取极端行动，如要求关押

当时尚未离开上海的杜德洋行总经理，要求改变中外久已习惯的付款协议，都无济于事。起

了关键作用的主要是伦敦绿茶公会，是该会向英国政府提出，与政府合组一个集团，负责将

所有原装摩洛哥卡桑布兰卡而中途卸下之茶，再行装运他处销售，而后将售款付各卖家。但

中茶洋商公会也起了重要作用，该会对此事始终抱着同情态度，一直在各方之间进行协商、

沟通。中方最后为表示对洋商茶叶公会的感谢，主动放弃了向杜德洋行追讨拖延了半年之久

的购茶款的利息的要求。（约 1000 多元）。2

第二类解决办法是先协商，然后示以胁迫，所谓“先礼后兵”的调解办法。 
例 4、1934 年中外茶商就改箱吃磅事的交涉 
茶叶出口例须装箱，上海中外茶商曾就箱子规格，扣除的包装重量进行过协商。1939

年下半年，上海洋商茶业公会来函，要求改变茶箱，而吃磅重量仍为两镑半。上海洋庄茶业

公会多次开会集议，决定仍维持原议，“如该公会会员中，有不能照本会去函办理者，本会

会员茶栈应即报告公会，停止与该行交易”。华商茶栈的理由很简单，洋商改变茶箱的目的，

实际上是想把茶箱改大，而包装扣磅的分量不变，占点小便宜。由于售茶的利润很薄，改箱

的让步，将使华商茶栈无利可图。3

                                                                                                                                                               
案馆档案，Q286-1-103。 
1 《本会为会员慎源等 6 户处理关于杜德洋行欠款案》，上海档案馆档案，S198-1-78。 
2 同上。 
3 《洋庄茶业公会会议录》，“洋商茶业公会为改箱吃磅事来信”（1939 年满 12 月 30 日），上海档案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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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元记洋纸行与立兴洋行纠纷案 
元记洋纸行于 1935 年 10 月向法商立兴洋行订购了色有光纸 50 吨，定单上写明每件 30

令，并粘附纸样 2 种，一为纸品之身骨标准，一为颜色亮光标准，不料第一批所到色有光纸，

每件只装 25 先令，第二批定货定单要求 1935 年 12 月装船，结果延缓至 1936 年 1 月，始行

装船，经公会派员调解，立兴对于装件错误一点，答应每吨补贴 12 先令 6 办士，1936 年 4
月 17 日双方订立了调解了协议，元记付了定银，并出了货。但货售出后，客户向元记反映，

这批货满纸沙眼，间有破洞。元记前往交涉，要求退回前订定银一千元，已提 5 件有光纸照

市作价，未出之货应取消订购合同。但立兴不答应，反而声称，元记洋纸号如不履行调解协

议之规定，拟将未出之货全部售与他家，亏损之数须归元记负担。 
接函后，华商纸业公会多次与元记接触，寻找调解办法，先是提出将稍次之货由原先定

价 17 镑 10 先令，降为 16 镑 10 先令。立兴只同意以 17 镑成交。后元记同意每吨减 15 先令，

立兴只同意减 10 先令。并提出：“此事不能和平了结，惟有取消前议，或依照洋商纸业进口

公会定章，举行公断，否则只得诉诸法律，以求公平判决”。 
此案关键在于立兴始终不认为纸张质量有严重问题，一直要求对纸品举行公断。 
为此同业公会纸品研究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研究调解之法，1936 年 7 月 3 日，公会

讨论后认为，立兴的交货质量确有问题，如果来货件件如此，元记自难接受，但元记定货

205 件，仅凭少数纸样，恐难概括全部，其中或有好歹不同，为公道计，应予秉公处断。公

会提出，如立兴同意，可邀请本会推派专员，会同元记纸号，到栈房逐件拆看，以明该货沙

眼破洞究占多少比例，再拟解决办法。倘立兴无意和平解决，本会为公道正义及保护会员起

见，将事实公布同业，与该行绝交为要。1

在例 4、5 中，华商同业公会都先示以友好，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耐心调解，然而当对

方不可理喻时，华商同业公会不惜采取第三类解决争端的办法，即联合抵制、经济绝交。从

前引山东河南丝绸公所的对内对外章程中，可以看到，联合抵制和制裁是该公所制服对方最

主要的手段，外商如不顺从，将被扫除出局。在近代上海一些中外商帮并存的行业里，可以

看到不少华商同业公会以联合抵制来处理双方纠纷、维护华商利益的案例： 
例 6、印度商行拒不如期付款以停止交易对付案 
印度是山东河南府绸的重要出口国，上海有多家印度洋行从事府绸的出口。按照该公所

的对内章程规定，印商应在船装货离沪后的次日，将购货款全部付清。各印度出口商虽然都

在公所的规定上签了字，但延期付款的现象相当普遍，到后来成了一种惯例，很少有印度洋

行如期付款。更有甚者，1918 年，印度卜和莫而洋行致函山东河南丝业公所，要求修订这

条规则，改为装船后十天付银。公所未予同意。但也只是去函坚持原议。到了 1919 年，这

一延期付款现象越演越烈，华商收款异常艰难，对公所商人的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公所遂

下决心解决这一痼疾。公所给各印度洋行去函，重申船行次日付清购货款的规定，要求各印

度行答复同意。在未接到允诺的回复前，公所通知本会会员一律停止与印行的交易。面对公

所的强硬态度，除八巴利洋行外，所有的印度小行都在公所的承诺书上签了字。公所即通知

同业与之绝交。八巴利洋行看到大多数同行都屈从了丝绸公所，经公所几次上门交涉，便作

了妥协。丝业公所采用绝交这一极端手段，维护了自己所定规则的权威。2

例 7、大德颜料厂诉华商侵犯德商拜耳阿司匹灵商标案。 

                                                                                                                                                               
S198-1-17。 
1 《本会会员与鲁麟、怡昌、恒茂、茂孚、立兴等洋行发生纠纷和本会进行交涉处理的来往文书》，上海档

案馆档案，Q286-1-103。 
 
2 《本会会员与鲁麟、怡昌、恒茂、茂孚、立兴等洋行发生纠纷和本会进行交涉处理的来往文书》，上海档

案馆档案，Q28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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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代德国的拜耳药厂的产品在中国很有市场，该厂出产的阿司匹灵可以治疗多种急

性病，很受当时中国市民的欢迎。华商西药商看准这一巨大市场，也开始制造阿司匹灵，投

放市场，因而与拜耳的代理商形成激烈的竞争局面。拜耳为此提出了华商侵犯拜耳商标权的

法律诉讼，要求商标局制止华商的侵权行为。 
这项官司的判决经历了一个峰回路转的过程。从 1934 年 11 月，大德颜料厂向商标局起

诉，华商侵犯拜耳商标权后，全国新药业联合会两次应诉，两次失败。但是商标局的判决未

能使新药业联合会屈服，相反，在两次复审未能改变商标局判令的情况下，1936 年 9 月 26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下令各地会员（华商西药房）停止销售德国拜耳的药品。这项通告是

否做到了令行禁止还很难说，但从各地新药业联合会分会返回的报告显示，这项决议得到了

较好执行。联合抵制行动持续期间，德国拜耳的代理商心急如焚，派出代表到北京、南京、

西安等地直接找药房进行游说，希望能瓦解抵制行动，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全国新药业

联合会提请经济部复审，经济部接受了该会的要求。结果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经济部撤消

了商标局的原判，认定华商的阿司匹灵广告并没有侵犯拜耳的商标权。大德颜料厂放弃了上

诉。这是一个华商利用联合抵制维护本会权益的典型案例。1

例 8、华义银行强拉永泰丝厂售丝案。 
1923 年 9 月某日，永泰丝厂售与百多洋行的 5 件月兔牌厂丝被华义银行强行拉走，这

批厂丝百多尚未付款。9 月 8 日上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大仑丝厂售与百多洋行的 45
件长城牌厂丝，刚送到百多洋行，就被华义银行拉走。原来，百多洋行与华义银行有财务上

的纠葛。但这与永泰丝厂和大仑丝厂无关，按照惯例，这批丝的买家并未付款，所有权仍为

出售厂家所有，百多洋行与华义银行的财务纠葛，应由双方自行解决，华义银行根本无权扣

押无关之客商售货。事理至为明显。如果华义银行的行为不能纠正，那么，“整个交易习惯

被破坏，以后交货颇多危险，关系大局甚非浅鲜”。 
为此，华商丝业同业公会首先致函洋商丝公会，要求其开会规定妥善章程，作为“解丝

之保障”，总公所已做好准备，如果洋商丝公会无妥善章程，保障解货之安全，该会会员将

于 9 月 15 日起，一律暂停将货解送洋行，也即采取全体联合抵制行动，暂停交易。总公所

的决议还特别指出，要求“同业一体遵守，除上海全体遵守外，并应知照苏州、镇江、塘栖、

嘉兴、杭州、萧山、湖州各厂，一律照办，倘有私自交解，同业在总公所议罚”。“皆以丝业

向有定章，凡上海各洋行购买中国丝货，均系外国各绸厂之代办人，丝货装船向银行取款，

银行装货至外国，向购丝之绸厂收银交货。其货在中国上海尚未装船之时，银行未肯付银，

即售丝之主，无从取款，在未收货款之时，存于银行，货仍为售货人所有，至于洋行营业与

银行有无纠葛，均与货主无涉，因此数十年来，有是章程为保障，所以丝货送至各洋行，候

其装船而后收银。总公所迭次去函洋商丝公会，要求该公会与华义交涉，交回 10 件厂丝，

未能奏效。 
9 月 14 日，总公所召集全体会员在公所再次讨论，通过公决，“沪埠各丝厂丝号均已一

律取决，可谓大众一致，要知暂停解货，原系万不得已之举动，但非有牺牲，不能使后头解

货保障之完善，今日在座诸君既能齐心一致，均以维持 9 月 9 日本公所议案，准定自明日 9
月 15 日起，暂停解货，如赞成者，请举手，举手者八成以上多数，即将此议案交各会商处

转告各厂，一律遵守。” 
华商的暂停解货行动，给洋商丝公会以沉重压力，该会委托律师进行调解，9 月 21 日，

又邀请公所代表举行会谈，讨论解决办法。后来百多洋行宣告，由法董局主持对其清理。10
件厂丝才被发还百多洋行货栈，候船出口。应付丝款亦在一周内付到售丝厂家手中。一场严

                                                        
1 《本会为抵制德商拜耳药厂独占阿司匹灵市场交涉案》，上海档案馆档案，S284-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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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的联合抵制行动，只持续了一周多时间，便匆匆结束。1

从例 6、7、8 看，联合抵制确实给外商以极大压力，在例 6 中，印度商行因承受不了终

止交易的代价，选择了妥协。在例 7 中，这场商标案持续了将近 5 年，全国新药业的联合抵

制持续了 3 年，德商的损失可想而知。即便经济部没有作出改判，我们相信，最终这场纠纷

还是会以外商的妥协而草草收场。 
当然，联合抵制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对外商的威慑力，也不可避免累及自己。因此，联

合抵制尽管威力无比，华商使用时还是慎重的。 
粹华卡片厂是上海一家华商纸行，上海纸业同业公会会员。1932 年 10 月，该号向德商

怡昌洋行定购扑克牌卡纸 3 吨，交货期内屡催未交。原来，当初，汉堡电政局把生产商的报

价给译错译低了，如按合同价交货，怡昌洋行要蒙受相当的损失，该洋行为此援引定单合同

中的第 16 条规定，以“发生了不可抗力之事”，自行取消了这项合同。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

粹华卡片厂多次催货，怡昌洋行拒不理睬。粹华不得已致函上海纸业同业公会，要求出面交

涉。上海纸业商业同业公会接函后，多次与怡昌交涉，怡昌始终不肯让步，在屡次交涉无果

的情况下，粹华卡片厂两次致函公会，要求对怡昌洋行实行绝交（即联合抵制）。如在 1935
年 11 月 7 日致公会的函中，该厂指出：“该洋行恃其狡猾手段，罔顾商商得到，为同业以后

厉害计，对该行宜予以弃之表示，应请贵会（指华商纸业同业公会）再函赶洋行严词驳诘，

促其注意，设或仍持姑态，拒不交货，则请通告同业共与绝交”。但纸业公会并没有同意，

其原因就在于，在这个案例中，怡昌洋行虽然没有执行合同，对于粹华卡纸号来说只是没有

做成一笔生意，并没有蒙受经济损失。2

尽管在与外商的交涉中从不示弱，但华商同业公会并非只顾一已私利、不讲诚信的利益

集团，对于彼此协商制订的的贸易规则，华商同业公会还是严格遵奉的，对于违反了基本商

业道德的本会会员，公会并不予以放纵，这里同样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案例。 
例 9、锦隆洋行购茶案 
某年，锦隆洋行向某华商订购了一批头等珠茶，但在华商送来的四罐样茶中，发现掺入

了二成针眉，锦隆洋行致函洋庄茶叶公会，欲将茶样送呈南京政府有关部门以示抗议。接案

后，洋庄茶叶公会立即开会，提出了整顿办法，同时决定，将锦隆仰行的来函印刷一千份，

分送各茶栈，以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3

例 10、哈志洋行投诉葛瑞纸号违约案 
1943 年 9 月 8 日，哈志洋行致函上海纸业商业同业公会，告知 8 日 31 日晨，葛瑞纸号

向该洋行订立了购买白二号纸的口头合同，原箱一箱计 17 先令，言明每磅中储券 70 元，约

定 9 月 1 日付现款出售，哈志洋行并非货主，系代售取佣（代 Mr，Pollak），每磅取佣一元，

合同谈完后，葛静安在自己的名片上详尽写明货物尺寸、磅分、价格等，并签字于上，以昭

慎重，但第二天，哈志洋行侯之甚久，不见葛瑞号前来出货，屡次电催，均以市价下落，拒

不交货提货。货主方面要求哈志洋行赔偿市价损失费，每磅 10 元，约计 5000 元，该行无辜

受累，要求华商纸业同业公会主持公道。 
这是一个本会会员不讲诚信的典型案例，接函后，华商纸业商业同业公会立即致函葛瑞

纸号号主葛静安，要求其与洋行妥商解决办法，信的全文如下： 
 
查商业买卖，应绝对维持信用，方属正办，所谓信义通商，为中外商业共守之信条。宝

号对于负责人亲笔签字买定之货，借口市价下跌而置诸不理，盔诸普通交易习惯，亦属不合，

                                                        
1 《为送解百多洋行尚未收银之厂丝为华义银行强行车去案》，上海档案馆档案，S37-1-349。 
2 《本会会员与鲁麟、怡昌、恒茂、茂孚、立兴等洋行发生纠纷和本会进行交涉处理的来往文书》，上海档

案馆档案，Q286-1-103。 
3 《洋庄茶业公会议事录》，上海档案馆档案，S19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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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据情转达，务希贵执手即前往商洽解决办法，藉免交涉。1

 
三 

 
在一些中外商业集团并存的行业里，中外之间并非只有摩擦和冲突，还有一定程度的合

作。合作的基础就是共同的利益。例如，中国是个生丝出口大国，以美国、法国为主要销售

国。中国生丝品质的提升，必然有利于这一中国土产在美国、法国等国的销售，共同的利益

为三国生丝生产和出口商的合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1921 年建立的上海万国生丝检查所就是中美丝商之间的成功合作。 
中国虽为丝绸发源地，但生丝出口量长期不敌日本。究其原因，质量不如日本。要提高

生丝质量，必须对出口产品进行严格的检查。欧美日等国大都遍设生丝检查所，对提高生丝

质量起了重要作用。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此一直相当漠然，1921 年 10 月以前，中国的主

要生丝生产地上海一直没有合格的生丝检查所。 
上海丝商对于生丝检查所的重要性心知肚明，曾多次向政府呼吁尽管设立。1913 年，

江浙皖三省丝茧总公所总理沈联芳（沈镛）应农商部全国工商会议之邀，在会上作演讲，演

讲分析了检验对于提高中国生丝出口竞争力的价值，提议在上海、汉口设立生丝检验所，会

后呈奉农商部批准立案，但迄未实行。1917 年、1920 年，美国五大检查所总理陶迪两次来

华考察，极言中国设立生丝检查所的必要，劝告中国丝商赶办检查所，使中国生丝能直接出

口，增强与日本竞争的能力。又表示愿为此代劳。1921 年中国丝商代表团赴美，参观丝业

展览会，期间，议董丁汝霖代表江浙皖三省丝茧总公所与陶迪订立了合作协议，由中美商人

在上海合组生丝检查所，双方各出美金 3 万元，作为置办机器之用。不久陶迪来华，会同租

赁上海香港路 8 号，于 1922 年 3 月正式设立上海万国生丝检查所。在该所开办的 5 年时间

里，美国丝业公会总共向上海万国生丝检查所拨款 20 余万元，而华商认购股款不足 6 万元

（5·8 万银元）。不仅美国丝业公会的拨款数倍于华商，此外，万国生丝检查所的设备添置、

人员配备和培训、业务规程的制订等等都得到美国丝商公会的全面指导。按照简章，该所管

理权限属于中国政府之农商部，但正副总经理均由美籍之丝业专家充任。总之，为得到国外

丝商的信任，该检查所处处突出了中美合作的色彩。 
应该说，万国生丝检查所的创意是不错的，办得好，可以提高中国生丝的质量，推动生

丝出口业。但由于有关机构迟迟未作生丝须经检验方可出口的规定，致使该所开办数年，前

来检验的中外丝商并不踊跃，经济上一直处于非常拮据的状态。2即便如此，万国生丝检查

所的设立还是值得赞扬的，它证明中外商人可以进行双赢的合作，推动各自的事业。 
如果说万国生丝检查所是美国丝商主动提出的友好行为的话，那么，江浙皖丝茧总公所

在事关外商的合法利益上，也表现得相当开明。 
上海是中国丝绸生产中心，云集者近百家中外缫丝厂。丝厂的原料——干茧购自江浙皖

三地，每逢茧汛，中外厂商便派员前往各地收茧。由于商人与农民的交易大都采用现金交付，

前往茧乡的丝商大都携带巨款，这就使得维护茧汛期间茧乡的社会秩序，显得格外重要。 
洋商一般自己并不去茧乡，大都派华籍雇员或买前往办货。这些华籍雇员虽然顶着洋人

商代理的帽子，但肤色和服饰不会使他们受到特别的“照顾”，在茧乡，他们和华人丝商一

样，同样被敲诈勒索，甚至人身扣押，对于这样的待遇，洋商自然不会善甘罢休，1912 年

和 1915 年，时当民国肇始，江浙皖三地内乱未平，道路不靖，各国领事，电致驻京公使，

要求照会中国政府转咨江苏等省都督，行保护洋商之责，如有不测，要求赔偿。北京政府允

                                                        
1 《本会会员与鲁麟、怡昌、恒茂、茂孚、立兴等洋行发生纠纷和本会进行交涉处理的来往文书》，上海档

案馆档案，Q286-1-103。 
2 《上海万国生丝检验所民国十三年十月报告书》，上海档案馆档案，S37-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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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了驻京公使的照会，转咨江浙皖三省都督，在茧汛期间，对有洋商出没的乡镇、渡口，派

军警严行把守，以防不测。 
每届茧汛来临，江浙皖丝茧总公所总会收到上海洋商丝公会和法、意等国驻沪领事的来

函来电，要求公所与各省都督交涉，督促他们恪守职责，免启中外纠纷而安行旅。对此，江

浙皖丝丝茧总公所，给予充分的重视，尽己所能，为保障中外茧商的安全做了大量工作。 
    1916 年，中国内战又起，滇黔粤桂等省纷纷用兵，各省也风声鹤唳，丝有大乱将至，

英、美、意、法四国领事，再次致电驻京公使团，要求公使团照会中国政府仍担完全责任，

迅速知照该三省军警首领，严饬各属妥为保护。上海江浙皖丝茧总公所也展开了紧张的联络

活动，在致三省都督的信函中，公所写道： 
 
禀为新茧上市，洋商按照约章，准赴内地投行采办，现据上海各丝厂洋商来所，声称本

届茧市为时甚近，而视察内地情形，似较辛亥内乱尤甚，务请各省长官格外注重，预筹维护

茧商出入暨银货往来之要政。幸勿视为寻常保护，藉免疏虞各等语。总理等伏思各国洋商携

资赴内地办茧，在中国官厅不论中外商人，本负保护维持之责，今年自滇黔粤桂省用兵以来，

各省风声鹤唳，常多变端，该洋商等所虞，不为无见。然而各省内地水利陆军警，驻扎地点，

以及税途远近，时间迟早，各有不同，除由各国领事自行筹议外，理合援照辛亥成案，伏祈

俯赐预筹妥善办法，迅拨军队前往各要险驻扎，并饬各县知事会同当地军警，妥议安全保护

方策，其有军警不足之处，应如何早为调拨择地驻扎饬令电复，仍候核定施行，以期周密，

俾安外商之心，而全睦邻之谊。谨禀江苏冯上将军、江苏巡按使齐、浙江屈都督、安武将军

并安徽巡按使倪、长江巡阅使兼理安徽军务长张。1

 
当纠纷不幸发生时，总公所总是不遗余力进行干预，以免事态扩大。1915 年法商信孚、

意商阿米达等致函公所，告以茧商徐遽康承派前往嘉兴，持有三联单道照等合法证件，采办

春茧，在当地被扣船、扣货扣人，被非法勒索了 484 元，才从茧乡勉强脱身。21921 年 5 月，

丝茧总公所又接到外商来函，意大利丝商派员如期前往江苏溧阳，向订立包办合同的 11 家

茧行收购蚕茧，到了当地发现，地方恶霸以茧行违反有关规定为名，已强行将沈恒大、潘其

盛迁往他址，并将原行拆毁，显然这又是一件严重侵犯外商利益的事件。因为两个茧行的设

备资金均由意商预支置办，茧灶被拆毁，不仅意商无法按计划收购预定的干茧，甚至可能难

以收回预支钱款。3

在两案的处理中，江浙皖丝茧总公所起了积极作用，公所通过当地的茧业公所（系总公

所会员），利用地主之便，对案情作了周密调查，掌握了确凿证据，由总公所与浙江省都督、

省财政厅等严正交涉，由于证据确凿，两省当局无法敷衍塞责，对有关当事人进行了惩处。 
江浙皖丝茧总公所的这一配合外商赴内地收购干茧的活动，不仅保障了外商的正当权

益，其正面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江浙皖，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以丝茧为业，他们的劳动成果

需要有人来收购。每年干茧的收购情况都会影响农民下一年种桑养蚕的积极性。第二，二内

地茧行的资本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外丝商的预支，茧乡治安不良，必然影响丝厂商人的放款规

模，受损的虽然包括外商，茧行也难免受损。第三，茧乡治安情况的改善，可使前往茧乡的

华人丝商受益。 

                                                        
1 《关于外商赴内地收茧本所联络各国领事呈请苏浙巡按使务饬派军警保护中外商民往来有关文件》，上海

档案馆档案，S37-1-329。 
2 《关于法商、意商赴浙收茧运沪被罚捐款的往来文书》，上海档案馆档案，S37-1-285。 
3 《关于溧阳县知事取缔茧行拆毁洋商茧灶本所和义国驻沪总领事电请江苏省政府制止的有关文书》，上海

档案馆档案，S37-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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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干预，对中外丝商都是有益的，理所当然受到外商的欢迎，当他们的承办人

在茧乡遇到麻烦，致函江浙皖丝茧总公所，寻求帮助，已成为一种习惯。 
上海万国生丝检查所的设立和江浙皖丝茧总公所对外商赴内地收购丝茧所给予的配合，

两案所反映的中外商业集团的合作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外商人“有

抵制，无商量”，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商业关系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华商对于外商的

进入的态度，已有所改变。随着对世界经济大势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华商意识到，中外之间

未必只有对抗，不能合作。当拒洋人于国门之外成为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幻想，接受与外商

同存共处一个行业的现实，学会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有选择地发展与外商的合作关系，

逐渐成为华商同业公会的一种自觉。 
 

结语 
 

人类自有商业活动，就有商事纠纷，久延不决，轻则两败俱伤，重则连累同业，造成

更大危害，能否迅速有效地调解商业纠纷，是市场是否有序的标志，历来受到国家和民间行

业组织的重视。 
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传统的行业组织一直将调处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非

会员的商业纠纷作为自己的职责，会馆和公所制订的业规或规条就是中国行会调处和仲裁商

事纠纷的“法律”依据。国家对这类业规、规条的承认，也强化了业规的地位。但开埠以后

华商遇到了一个全新的难题：外商享有治外法权，且独立于华商行业组织，完全不受业规的

约束。为弥补国家主权缺损造成的这一奇特局面，减少彼此冲突与纠纷，促进行业发展，一

些行业的中外商人或单方或协商制订了交易规则，规范各自的商业行为。这类规则一定程度

减少了双方的摩擦，也为商事纠纷的调处提供了依据，对于建构市场秩序作出了贡献。但是

不同的利益追求，并不能根本消除双方的冲突，对于外商来说，遵守约定的业规，是一种自

律行为，可以尊重，也可以选择不。为维护华商利益，华商行业组织有时不得不采取“联合

抵制”的古老办法。在近代中国，中外商人之间频频出现的联合抵制，从一个侧面反映，尽

管民间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调解不同利益集团矛盾和纠纷的独特作用，但其作用终究有

限，国家在市场管理中仍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性质，使得近代中国中外商人之间对峙多于合作。但如果市场两

大主体之间只有竞争，冲突，理性、和谐的市场秩序就难以确立。尽管中外商人之间充满着

怨怼，共同的利益，还是促使双方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华商同业公会对中外商业关系的

调处，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中介组织在建立市场秩序方面的作用。 
（选自朱英主编：《商会与近代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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